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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作为文化景观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演变实质是文化的变迁。聚落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

机制有三：内化机制表现为人对聚落景观的意义认同和范式遵从；外化机制表现为人的意志外化为制度文化并

对聚落景观施加影响；涵化机制解释相异文化接触交流的途径以及可能导致文化分离、整合、同化或边缘化的

结果。分别对传统的和现代的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演变进行文化解析，提出基于内化机制重构意义系统，基于外

化机制优化制度文化和营造真实景观，基于涵化机制弘扬文化自信与自觉，以抵御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现代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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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 landscape is a special type of cult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of 

ethnic settlement landscap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ultural change, whose drive mechanisms include 

inter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The internalized mechanism explains human’s meaning 

identification and paradigm conformity to settlement landscape. Volition is always expressed as the regimes or 

stipulations of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the externalized mechanism. The acculturation mechanism can result 

in four different ways: cultural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Thus,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thnic settlement landscape, the strategies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the meaning systems, optimizing the regimes and developing real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awareness are put forward to resist the modern alien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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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民族（族群）世代聚族而居，与

其赖以生活的环境共同作用，积淀形成各具特色

的聚落景观，维系着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在现代

化、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聚落景观在近数十年

里逐渐加速异变，总体上朝现代同质化演进。

特色褪化是全球景观变化的共性问题,其诱

因存在于多个方面 [1-2]。针对中国少数民族聚落

景观演变的研究发现，四川阿坝藏族聚落景观主

要受自然、族群历史、社会组织影响 [3]，而甘南

藏区更多受宗教文化、家庭生活水平等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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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回族聚落景观主要受人地关系、宗教

文化和政策制度等影响 [5]；呼伦贝尔蒙古族聚

落景观主要受自然、生活方式、人口、风俗、

政策等影响 [6]；黔东南苗族聚落景观受自然环

境、自然崇拜和风水等影响 [7]；广西壮族聚落

景观主要受自然、生产条件、风水、宗法等影

响 [8]；云南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主要受自然、经

济、政治和建筑技术等影响 [9]。基于区域尺度

的研究发现，对西南聚落形态起到决定性影响

的是土地文化 [10]；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因素

除自然因素外，还有家族制度、民族关系、宗

教信仰等 [11]。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在少数民族

聚落景观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同景观

演变的文化驱动力及其作用不尽相同，因此有

必要超越具体情况寻找普遍模式 [12]，从对具

体文化驱动因素的研究转向对普遍文化机制的

剖析，梳理其演变的共性规律，以供当下和未

来发展参考。

1  文化机制概念阐释
聚落是人们按照在理想环境中以理想生

活的共有图式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图式”

（schema）就是文化 [13]。有机演变的聚落景

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类型 [14]，其演变实质是

文化的变迁，相应的文化机制主要涉及内化 /

外化机制和涵化机制（图 1）。

1.1  内化 / 外化机制

内化、外化是 2 种文化心理机制，前者

是把社会中的文化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的过

程，后者是内在的文化向外在环境的转化[15]。

聚落景观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内化 / 外化的

循环机制：1）主体对某种景观的价值产生认

同；2）主体将内在的“图式”投射进聚落环境。

内化机制下，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涉及

功能、美学或意义的认同。文化心理学认为意

义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 [16]，建筑现象学认

为意义更具“空间和时间恒定性”[17]，因此意

义认同是聚落景观最本质的价值取向。按拉普

卜特（Amos Rapoport）的观点 [18]，意义可分

为三层次：“高层次”意义与宇宙观、宗教

信仰和文化模式等有关，“中层次”意义与

身份、权力、地位等有关，“低层次”意义

与日常生活规约有关，三者分别指向精神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而功能、美学价值取向多表

现为对景观形态等具体景观范式的价值认同。

总之，人们对景观的意义认同和范式遵从是

维系聚落景观稳定的基础，三者统一的格局

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新的意义和范式追求，

导致聚落景观演变。

外化机制下，主体的内在“图式”不直接

投射在聚落景观中，而是首先外化为主体的意

志，再转化成客体的制度文化（各类制度律法

及礼仪俗规）[19]，最终对景观演变构成影响。

主体意志是外化的先决要素，理论上人们可以

自由建造住屋，但必须尊重邻里，服从地方礼

俗和规章，因此个体意志通常遵从地方（群体）

意志和权力（政府）意志。意志转化形成 2类

制度文化，其中权力意志通常转化成正式制度，

地方意志通常转化成非正式制度，二者自上而

下、自下而上分别作用于聚落景观的演变。

1.2  涵化机制

涵化理论是文化传播论解释文化变迁途

径的基本理论。所谓涵化，是不同文化相互

接触造成一方或多方发生变革的文化机制[20]。

涵化导致不同变迁结果：一方坚持自身的原有

文化，并有意回避与其他文化接触，形成文

化分离；保持其原有文化，但又不得不与异

文化接触，可能会出现文化整合；出于自愿

选择或被强制而放弃其原有文化，而与另一

文化密切接触，则可能发生文化同化；既不

能充分保持原有文化，又不能融入异文化中，

则会出现文化边缘化 [21]。涵化机制着眼于不

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解释相异文

化接触、交流对聚落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

2  内化—景观意义认同与范式遵从
2.1  传统聚落景观的意义与范式具有系统

化、多元化特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环境中点点滴滴

的事物也都为人所熟悉，且充满意义”[22]。

“高层次”意义旨在为聚落建立“精神

庇护”。如伊斯兰聚落的圣礼清真寺常常位

于聚落中央，通过中心位置、朝向和体量来

标示其核心地位 [23]。藏族聚落的中心佛寺与

尘世保持距离，通过偏处一隅、靠近神山或

踞于高处来标示其极核地位 [24]。同样拥有佛

寺的傣族聚落，其空间极核不是佛寺，而是

聚落中的“寨心”[25]。“风水”思想影响下的

聚落，依据地脉确定庇护族群的空间格局。

在传统聚落中，“高层次”意义极为重要，

通常由少数精神领袖解释，并在族群内传播、

强化，从而建立起共同的意义认同。

“中层次”意义旨在建立等级秩序和礼

制伦序，主要通过聚落空间分化实现其意义的

社会教化。如宗教聚落中，社会地位高的种

姓家族居住在靠近宗教中心的区域。在宗族

聚落中，族长家庭的宅屋通常靠近祠堂。在

城镇聚落中，权贵、富豪占据好的位置和更

大的地盘。在房屋分配上，长者、尊者住正房、

上房，晚辈住厢房或耳房等。

“低层次”意义主要是信仰文化、族群

社规等在日常生活生产中的表达，旨在实现生

活教化。少数民族的多元崇信，促使族群将聚

居环境内化为神性或灵性场所，并主动维护

其自然与人文景观。集体认同的乡约族规引

导聚落空间秩序，维系生活伦序和族群稳定。

约定俗成的仪式和活动则更多营造出鲜活风

情和精神快乐①。

在没有与异文化发生涵化的情况下，聚

落环境和聚居生活叠加形成的景观范式被世

代遵从，精神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意义互补，

并经由住民内化形成景观意义的集体认同，

这是传统聚落景观得以长期维系的根本。

2.2  现代聚落景观的意义与范式发生异化

进入现代社会，民族聚落景观传统的意

义系统逐渐“礼崩乐散”，总体表现为精神性

1 聚落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机制图解

Diagram of culture-driven mechanism of settlement 

landscape evolu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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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层次”意义退后，社会性和生活性的中、

低层次意义扩张。

现代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和技术理性，

剥离了人和环境的密切关系。除部分保存民

族宗教信仰的地区外，“高层次”意义在现

代聚落中已基本不存，民族聚落的自然环境

逐渐褪去了灵性，化为被攫取和利用的资源，

或成为旅游者猎奇的对象。聚落环境只是栖

居之所，难以成为精神家园。

“中层次”意义中，代表权力、地位和

身份的景观不再是文化精神场所，而是象征权

力和资本的现代构筑。由此，传统地景被视

为“落后”，“高大洋”景观成为追捧的范式。

总体上，“中层次”意义异化泛滥，并日益

取代“高层次”意义的主导地位，促成“乡

村仿城镇、小城学大城、大城寻乡愁”的怪圈。

“低层次”意义在现代民族聚落中没有

萎缩，但发生了异化。昔日世代传承和发生

效用的“伦序、风水”等范式被国家法律和

地方法规所取代，人们对聚落公共景观的主

动关照越来越少，私有景观的意义远大于公

共景观。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的公共仪

式活动，被同质的消费化、时尚化活动所取代，

甚者沦为商业“表演”[26]。景观的生活性意义

逐渐失去“方言表达”。

3  外化—制度文化对聚落景观的影响
3.1  传统聚落景观的制度文化表达

传统农业社会中，制度文化在宏观、微

观 2个空间尺度上对聚落景观施加影响。

宏观层面，权力意志通过官方法规等正

式制度，在聚落格局空间分异上实现权力表

达，地方意志通过非正式制度，促使聚落分

布形成社会自然结构。羁縻、土司制度时代，

土司阶层的意志构成正式制度，决定着族群

聚落空间格局。“改土归流”后，土司阶层

被逐渐取缔，土司辖区被渐次纳入国家空间

结构中，新的流官政权组织代表国家意志，

影响和控制着城镇聚落的空间格局；在非正

式制度文化下，“改土归流”前各族群聚落

的空间结构主要取决于族群间的武力竞争，

族群聚居空间随之扩张或萎缩。“改土归流”

后聚落空间结构趋于稳定，并逐渐形成经济

结构上的区系等级②，民间贸易交流构成的非

正式制度，对聚落群体空间地理结构产生了

日益重要的影响。

微观层面，制度文化影响传统聚落景观

的形态及空间秩序。以《周礼·考工记》为

代表的正式制度，要求聚落形态严格按礼制

规约进行标准固化，而以《管子·乘马》思

想为代表的先验经验 [27] 和“风水”理论，提

倡因地制宜的聚落布局，表现出强烈的非正

式制度色彩。2 种制度文化在聚落营建过程中

协同外化，使聚落形成规则的或自然的形态；

聚居空间秩序方面，“改土归流”前正式制

度主要取决于土司阶层的权力意志，部分土

司甚至对住屋形式型制都加以严格限定③。“改

土归流”后，一方面，父权家长制的意志外

化成正式制度，从宫城、衙署到宅邸，莫不严

格遵从尊卑伦序的空间规范，形成“家国同构”

的主流文化景观范式。另一方面，大量民居聚

落则因宗教信仰、材料工艺等差异，更多遵从

地方非正式制度而形成千姿百态的聚落景观。

3.2  现代聚落景观的制度文化表达

现代制度文化总体上导致聚落无序生长。

世俗文化取代神圣文化，对利益的追求逐渐成

为聚落发展的最大动力，国家和地方政府法规

等正式制度日益成为唯一制度文化。资本和行

政意志主导的景观恣意增生，一类是盲目植入

流行文化，典型者如一些援藏的现代风格建筑，

吴良镛院士批评其“与地方文化格格不入”[28]；

另一类则是打着“复兴文化”的旗号，通过行

政意志兴造“仿古街”“文化村”“主题园”

等，对民族地域景观造成建设性破坏 [29]。总体

上，法规政策和官方规划等正式制度文化对聚

落景观的约束大于引导、干涉多于顺应，乡规

族约等非正式制度文化则被摒弃，或被严重压

缩至边缘化。制度文化的内涵及作用方式改变，

使得维系聚落的传统文化秩序不再可靠，大部

分聚落的历史空间边界被突破，空间形态被解

构，传统聚落景观解体，景观特色逐渐模糊而

趋向均质。

4  涵化—景观理想图式的交流与嬗变
4.1  传统聚落景观的多向涵化

传统民族聚落景观早期表现的文化分离，

即保守既有文化，对异文化接触保持警惕。

“彝族不住深谷，白族不上高山”，属于主

动分离。武陵地区的“汉不入峒，蛮不出境”、

台湾地区的“汉番分界”[30]，则是国家意志下

的强制分离。正是这些主动或被动的分离，

造就了聚落景观原型多样性，即使历经沧桑，

其不同文化线索至今仍然能被甄别。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文化分离

只是阶段性形态，一旦与异文化接触的强度

够大、频度够高，就可能形成文化整合或同化。

近数百年里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受汉文化影响

至广至深。西南诸民族历史上多以采猎或刀

耕火种为生，在官方强制推行和汉族移民共

同促动下，逐渐接受了汉族农业技术的同化，

大规模垦荒造田，导致自然景观深度改写，

造成普遍性水土流失 [31]，但也造就了以云南

元阳梯田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32]。聚

落空间形态和建筑景观方面，州府县城的城

池、衙署、文庙等官方建筑常常构成聚落控

制性景观，其布局和建制严格遵从国家规范，

属于文化同化。而因移民迁徙、商业往来形

成的馆堂庙祠等地标景观，虽有汉文化基因，

但建造工艺多融入地方文化，是文化整合的

结果。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组合全面吸收了

中原北方院落的格局范式，一般民房的正房

居中，两（单）侧厢房因坡地构成“双（单）

吊”的吊脚楼（图 2），属于典型的文化整合。

此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涵化也促成了

聚落景观变化。佛教在传入盛行苯教的藏族

地区之后，“融苯归佛，反客为主”[33]，表

达终极关怀的中心佛寺体量高大且远离尘世，

主导精神世界，而弘扬苯教的庙祠、场所则

散布聚落，关怀现实生活。地理空间毗邻的

民族间的文化多是单向流动，小族群融入文

化相异的大族群后，遵从后者的景观范式。

如生活在藏区的门巴族、珞巴族等大都认同

藏族景观范式，其住屋形式多是藏式风格。

要之，弱势一方主动或被动接受涵化，一经

文化整合或同化，旧的范式和意义即被扬弃。

数千年不断的民族迁徙和文化流动，促成多

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34]，直至工业社

会前期，各“小聚居”的传统聚落景观仍然

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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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代聚落景观的单向涵化

进入现代社会，聚落景观的文化涵化不再纠缠于国家内部各民族

的文化角力，更多面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流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

文化分离已基本不存在，拥抱现代化的文化整合和文化同化正在蔓延。

蔓延的前端是发达地区，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处在蔓延的后端。

受到现代化的全面冲击，诸多少数民族对原有文化逐渐失去自信，一

方面急于向现代文化靠拢，简单抄袭、杂乱拼贴现代景观，另一方面

又缺少把控现代文化的能力和条件，缺乏对本土地域和民族自身文化

的自觉，仅存的地方性、民族性景观逐渐式微，呈现为文化迷失和文

化边缘化。现代文化主流的积极性毋庸置疑，但其对少数民族聚落景

观异变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见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传统农业社会中，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高、中、低3层意义互补，

多维的教化与传播不断促使族群内化形成集体认同，是聚落景观得以

长期维系的根本；正式制度促成了聚落景观在格局和规制等方面的规

范统一，但不同民族、地域的非正式制度纷繁多样，充分维系了聚落

景观的多样性；历史上空间相邻的各民族间文化持续涵化，汉文化发

挥了全面影响作用但止于文化整合。总体上，各民族（族群）的聚落

景观特色清晰可辩。

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高层次意义显著退后，中、低

层次意义异化扩张，聚落景观的意义被现代、世俗的价值取向所牵引，

景观范式改写频繁；国家和地方政府法规等正式制度日益成为唯一制

度文化，地方意志下的非正式制度被高度压缩，传统景观加速解体，

朝现代同质化发展；少数民族间的涵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体面向

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整合和文化同化。

5.2  讨论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是始终处在有机演进过程，亟需科学合理地保

护景观资源[35]，对业已异变的聚落景观，需要探寻有生命力的文化策略，

积淀其被削薄了的文化厚度，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④

的聚落景观。

需要重视内化机制的作用，促进各民族（族群）对本土、民族文

化的自省与自觉，积极重构景观的意义系统：“高层次”意义应恢复

对自然环境的敬畏，认同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现代栖居意义 [36]；

“中层次”意义需要抵制资本的狂妄，彰显公共景观的价值；“低层次”

意义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地方的、民族的景观范式。

发挥外化机制的积极作用，除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科学的法规以

外，亟需地方的和民间集体的力量，构建和运作非正式制度，形成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新“合力”，指导并推动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传承

和发展本土及民族的特色。

在面向现代化、全球化文化的涵化机制下，需要积极探索适于民

族本土景观之路，营造适度、得体的真实景观。尤其需要弘扬民族文

化的自信与自觉，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

上述策略不止适用于少数民族聚落景观。

注释：

① 民国时期，刘恩兰调查川西聚落时写道：“读者或以为本地区民生缺乏乐趣，实则不然，

各部落人民皆天性乐观，习于贫苦，山间时有讴歌，声震河谷，音调自然悦耳，至于情歌对唱，

则每为缔姻之前奏。”参考刘恩兰《川西之高山聚落》。

② 施坚雅（G. W. Skinner）根据市场辐射区域的边界分析，构造出中国农业社会的5个中

心集镇等级，随着层级的向上，中心集镇的数目骤减。参考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

会结构》。

③ 如西南土司统治地区规定：“官衙署绮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

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周以板壁，皆不准盖瓦，违者即治僭越之罪。”参考民国《永顺县志·杂

事》卷三十六。

④ 引自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

⑤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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